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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视野下的晚清武汉经济转型
*1

张宁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摘 要】：清前期，汉口发展为中部地区最重要的转运贸易枢纽。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放为通

商口岸，成为长江中上游向世界开放的窗口。作为内地土货出口和洋货进口的集散中心，汉口的进出口贸易带动了

长江中上游经济带的经济增长，由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汉口贸易圈。为适应贸易迅猛增长的需要，武汉三镇的城市

功能转型升级。到清朝末年，汉口已发展成为长江航运中心港、中部金融中心和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号称“东方

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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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 年 3 月，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的规定，汉口正式开埠。次年 1 月 1 日，建立江汉关。汉口对外开放通商，

揭开了武汉
①2
城市近代化的新篇章。近代武汉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与长江中上游广大腹地的联结点，这是“九省通衢”升级为“东

方芝加哥”的关键所在。以往的研究，整体的视野有所不足，未能充分阐明晚清时期武汉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与内涵
②3
。本

文站在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的高度，分析通商口岸、腹地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揭示近代武汉经济转型的特征。

一、“黄金水道”的战略地位与汉口开埠

选择汉口作为长江中游率先开放的口岸，是明清以来长江商路发展的必然结果。“直到 20 世纪以前，我国的商品运输主要

1 收稿日期：2017-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BZS042

作者简介：张宁（1971- ），男，湖北襄阳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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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①就行政区划而言，1927 年 1 月 1 日始有武汉市。但“武汉”的称谓由来已久。19 世纪 50 年代，《遐迩贯珍》的报道已

将武昌和汉阳地区称为“武汉”，如“肃清云应两县，德安武汉交通要道现已乘机扫荡”（1855 年第 11 号第 34 页）。汉口

开埠后，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张之洞奏准阳夏分治之前，又出现“武汉三镇”的俗称，概指武昌、汉阳及汉阳县内之通商

口岸汉口，并成为外省外埠对本地的普遍认知，如《申报》报道时即言“鄂省武汉三镇善堂甚多”（《申报》第 3169 号，1882

年 3 月 1 日，第 2 页）。

3 ②有关晚清武汉经济发展的研究，包括《近代武汉城市史》（皮明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武汉通史·晚

清卷》（皮明庥等著，武汉出版社 2008 年版）的经济部分，以及若干专题研究，如研究进出口贸易的《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

济关系变迁（1862—1936）———以主要出口商品为中心》（张珊珊，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晚清汉口贸易的

发展及其效应》（吕一群，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研究交通的《武汉港史》相关章节（郑少斌等著，中国交

通出版社 1994 年版），研究工业的《武汉市志·工业志》相关章节（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专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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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水运。长江是最重要的航道，货运量常占全国一半以上”
[1] 83

。贯通东西的长江航运成为全国经济命脉，是清前期的一大经

济变化。明代，中游的武昌是军事重镇，经济地位还不及连通西南地区与长江中游的荆州。但据张瀚《松窗梦语》说，已是民

“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
[2] 83

。进入清代，“东西贸易有了重大发展，尤其是长江上中游的水运”。以四川和洞庭

湖流域经济大开发为背景，川江航运开拓，长江中游的航运也得到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陕南山区和鄂北丘陵地带的开发，

唐以后陷于停滞的汉水航运重新活跃起来，襄、樊成为商业城市。于是，除粮食为大宗外，川陕的木材、江汉平原的棉花、湘

蜀的丝、茶以及南北土产，都汇入长江”
[1] 270

。“长江上中游货运发展的结果，就出现了汉口镇这样大的商业城市”。汉口“成

为巴蜀、关陕与华中和东南贸易的枢纽，号称‘九省通衢’。不仅长江上游和湖南、陕西的商货在此汇集，淮盐、苏布、东南

的洋广杂货也在此集散”
[1] 277

。当时，一横一纵的长江和沿海航道是全国经济大动脉，汉口是中部地区最重要的转运贸易枢纽。

1842 年 8 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为条约口岸（亦称通商口岸）。此

后，外贸中心逐渐由广州北移到长江和沿海两条经济大动脉的交汇处———上海。

五口通商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出口增长缓慢
[3] 78～83

。因此，它们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从上海向北向

南打通沿海航路，向西沿长江进入内地。1854 年，英、美两国根据《中美望厦条约》第 34 款提出修约要求。英国外相克拉伦

顿（Clarendon）指令全权公使兼商务总监督约翰·包令“争取广泛进入中华帝国的整个内地以及沿海各城；如果这一点作不到，

则争取扬子江的自由航行”
[4] 466

。美方代表罗伯特·麦莲向江苏巡抚表露“欲由长江直至汉口设立码头”的想法
[5] 434

。这是外国

首次提出长江通商以及汉口开放的要求。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被迫同意长江开放通商。《中英天津条约》第 10 款规定：应俟长江中下游战乱平息后，在“汉

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三个沿江港口开埠通商。1860 年，英国公使卜鲁斯要求清政府履约，得到恭亲王奕䜣的同意。1861 年 3

月，英国舰队开往九江、汉口协商开埠通商事宜。3 月 21 日，中英双方签订《英国汉口租地原约》，规定界内一切事宜由英国

驻汉口领事管理。4 月，英国政府委任原驻厦门领事金执尔（W.R.Gingell）为驻汉口第一任总领事。

此后，各国纷至沓来。同治年间，除英、法、美、俄外，还有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

本、瑞士、秘鲁，光绪年间又有巴西、葡萄牙等国在汉口通商。“前后订约来汉通商的达 20 个国家之多”
[6] 38

。

从此，长江上中游以及从汉水通往西北的商路，通过汉口与国际市场连通。

二、“腹地外向型经济”与汉口贸易圈的形成

晚清时期，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对外贸易主要是出口土货（经过初步加工的农产品，或者生丝之类手工业产品），进口

工业制成品、白银和鸦片。一个通商口岸能否兴盛，取决于腹地的广阔程度，以及能否从腹地搜集到国外所需的大宗土货，通

过几个“拳头产品”建立贸易优势和深入腹地的贸易网络。另一方面，腹地面积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该口岸分销洋货的潜

力。有学者将通商口岸这一发展模式称为“腹地外向型经济”
[7]
。

在交通落后的时代，水运是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汉口为长江和汉水交汇处，“南经湖南以至云、贵，北界河南，西通川、

陕”，舟车辐辏，为“江海贸易之总汇”
[8] 70

，商业辐射力从水网密集、运输便利的长江中游延伸到西北和西南地区。在西北方

向，经汉水联接陕西、西北和河南西南部。在西南方向，1877 年宜昌开埠设关后，轮船由汉口直航宜昌，再与川江帆船贸易联

接。通过长江-湘江水系经由湘潭往西南地区，也是一条商路。长江出海口上海至汉口的航道天然适于轮船运输，于是两大港口

成为内地土货和进口洋货在长江流域的两个集散中心。

1901 年，《湖北商务报》这样概述汉口贸易地域：“自汉口供给外国品，又分配以他省产货物焉。故外国品输入内地，皆

运来其货于汉口。而他省产品，运搬外国及内地各省者，亦皆汇集于汉口。”当时汉口的贸易地域包括：湖北全省，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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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西南部，四川省，贵州大部分地区，陕西省，广西北部和东部，其他如甘肃省、江西省、安徽省的部分地区亦从汉口输入

外国商品或土产输往汉口，也属汉口贸易区域
[9] 46～47

。

有学者统计 1875—1895 年的汉口子口税单贸易范围，从中可以看出汉口对上游地区的辐射范围（21 年平均值，线条粗细

表示贸易量大小）
[10]

。

汉口的核心腹地是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由水路交通贯通的一条经济带。与国内贸易时代相比，国际市场的巨量需求制造了

一批更依赖商品化农业的土货产区。以汉口为中心的土货出口和洋货分销拉动了腹地经济增长，塑造了一个巨大的汉口贸易圈。

晚清时期，汉口进出口贸易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19 世纪 60 至 80 年代是第一阶段，武汉跃居“世界茶叶港”。通过便捷的水路运输，汉口直通长江流域几个重要红茶产

区，包括两湖茶产区（以安化为中心的湘中茶区、以岳阳、临湘为中心的湘北茶区，以羊楼洞为中心的鄂东南茶区），以祁门

为中心的皖南茶区，以宁乡为中心的江西北部茶区。清前期，晋商在两湖地区采购茶叶，输往西北、蒙古和俄国。汉口开埠后，

英、俄茶商瞩目于此。与（必需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将茶叶搬运过南岭才能进入珠江水系的）传统红茶输出口岸广州相比，汉

口茶道运输成本低；与上海相比，汉口茶市新茶上市早。因此，汉口立即成为茶叶出口中心
[11] 49，57

。1863 年从汉口出口红茶 272922

担，已超过广州的 135328 担。1864 年，汉口茶叶出口金额为 720 多万海关两，1871 年破千万两，1879 年达到 1400 余万两

的巅峰。从 1873 年到 1894 年，汉口茶叶出口占全国茶叶出口比例都超过 30%，最高的几年（1879 年、1889 至 1891 年）高达

40%多。茶叶出口占汉口土货出口比例更是惊人。1864 年即过半，之后继续上升，1871—1892 年间几乎年年超过 60%，最高的

几年高达 70%左右。在进出口总值中，茶叶出口一般也占到 30%—40%，最高的一年（1874 年）达到一半
[11] 154～155， 162～163， 172～173

。

但茶叶年出口值以及占汉口出口土货和进出口总值的比例都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达到最高峰。茶叶贸易一柱擎天，支撑起汉口

的出口贸易，汉口完成了从内陆商品集散地到国际通商口岸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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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 90 年代到清末是第二阶段，汉口土货出口进入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1890—1902 年，银价暴跌，中国的主要通货

———白银的汇率指数跌去一半
[12] 342

。汇率贬值极大地刺激着汉口的中外商业资本寻找新的出口品种。在《江汉关十年报告》

第二期（1892—1901）开篇，代理税务司斌尔钦写道：“在逝去的岁月里，尽管汉口主要以世界茶叶港而驰名，然而，它所处

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运，以及作为商业中心的重要性早已为有识之士所预言。但人们最终认识汉口作为一个大的商业都会和

迅速发展的贸易中心这个事实还是近几年的事。”
[13] 30

在茶叶贸易停滞不前之际，其他土货品种迅速增长为大宗贸易项目。

皮革是汉口对外贸易的当家品种之一。水牛皮和黄牛皮主要来自两湖地区和四川，出口至英国、德国和美国。1885 年出口

7 万担，1901 年增至 162635 担。年出口值也从 19 世纪 80 年代的五六十万海关两涨到 1903 年的 300 万两，1910 年达 670 万

两。羊皮（羔羊皮和山羊皮及皮衣）较多来自鄂西北和河南，1901 年出口 134 万两，1910 年达到 250 万两
[13] 6， 42， 85～86

。

烟叶和烟叶制品主要来自湖南，大多出口至英国。1903 年出口值达到 130 万两，1910 年增至 270 万两
[11] 167，[13] 7

。

丝绸来自湖北和临近省份，大部分出口欧洲。1886 年只有 350000 两，1891 年暴增至 250 万两，此后回落到每年一百几

十万两，1909 年又达到 250 万两的峰值
[11] 167，[13] 8

。

桐油：湖北、湖南、四川三省及毗邻地区是中国主要桐油产区。汉口桐油贸易长期以内贸为主，少量通过上海出口至国外，

每年出口值维持在一百几十万两。1898 年暴增到 317 万两多，1900 年始有直接出口国外的记载，汉口桐油贸易逐渐发展到外

贸为主的阶段。1910 年出口值达到 6449421 两，其中直接出口 1015345 两
[11]
。

黄豆和豆饼：湖北出产的黄豆出口至欧洲和日本，豆饼出口到日本。1892 年豆饼出口只有 24400 担。《马关条约》签订后，

日本商业势力进入汉口，黄豆和豆饼出口大增。1900 年豆饼出口达到 822600 担，之后回落到每年 500000 担左右，1905 年回

升到 834000 担，1909 年增至 2244000 担。1909 年黄豆出口 480 万两，豆饼出口 290 万两
[11] 166，[13] 41， 84

。

芝麻和棉花的异军突起充分说明京汉铁路扩大汉口商业腹地的积极效应。

芝麻：河南的芝麻以往通过唐白河转汉水到汉口销售，1897 年经江汉关的出口值仅有 48000 两。随着京汉铁路南段通车，

汉口以洋行为中心的出口商业网络的触角立即延伸到中原地区，挖掘到这个新出口品种。1901 年，经江汉关出口的芝麻总值达

到 158 万两，1906 年增加到 450 万两，1909 年和 1910 年超过千万两，是茶叶之后的第二大出口商品
[13] 81～83

。

棉花：湖北是棉花产区，但出口很少，1889 年以前还从上海进口棉花。1901 年汉口棉花出口量仅有 24400 担。铁路通车

后，河南低地棉花大量运至汉口，出口日本。1904 年出口值达到 720 万两，1910 年出口 500 万两
[11] 166，[13] 84

。

除以上大宗出口土货外，原料来自两湖地区的猪鬃和蛋品也是有竞争力的出口商品
[13] 44， 85

。

由于印度和锡兰红茶的竞争，汉口茶叶出口的增长势头在 19 世纪 80 年代停止，此后徘徊不前，有些年份还出现萎缩。其

他大宗出口土货的迅猛增长是汉口出口贸易的新动力。1891 年的土货出口为 2000 万海关两，其中 70%是红茶和砖茶；1903 年

土货出口值达到 55706487 两，茶叶占比不到 20%（1030 万两）；1910 年土货出口值升至 83081749 两，茶叶占比只剩 18%（1500

万两）
[11] 164， 167

。

发达的外贸制造了一个以汉口为中心的巨型商业机器。出口是它的一面，进口洋货分销是它的另一面。在汉口贸易圈范围

内，大部分地区经济并不发达，洋货需求增长缓慢。汉口的洋货进口净值在 1866 年超过千万两，此后近三十年间停滞不前。这

一时期进口洋货主要是棉纺织品，鸦片和各种洋杂货。进口值最高的 1885 年为 1360 万两多。1895 年以后，汉口洋货进口稳

定增长。1899 年突破两千万两（21666827 两），1903 年突破三千万两（36829444 两），1905 年达到 4751 万两（其中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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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两是铸造铜元的币材———紫铜）。此后几年，除去紫铜，基本在三千几百万两的规模
[11] 157～159

。

洋货进口的新格局，展现出汉口及其贸易地域的经济新面貌。除了传统进口洋货（棉布绒布之类，占四分之一强）和紫铜，

其他进口商品颇能折射出时代信息。一是生产资料占了近三分之一，包括铁路材料、机器、五金、机制棉纱等。二是消费资料

的升级，煤油和糖（两项合计超过 10%）提高了民众的生活品质，“他类杂货”（占比 20%多）是形形色色的外国工业制成品。

在中国汇率大幅贬值的时期，进口金额还在稳步增长，足以说明民众消费风气的转变和消费能力的提高
①4
。

三、武汉城市功能的转型升级

开埠后，在外贸的推动下，汉口成为长江中上游经济带的中心。为适应贸易迅猛增长的需要，武汉三镇的城市功能逐渐升

级，由内地转运贸易商埠向近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转型，航运、金融和工业全面发展。

（一）从“船码头”到长江航运中心港

汉口因港而兴，清前期发展为长江中游的“船码头”。开埠通商后，江汉关设立，外国租界的建设，外国轮船公司进入汉

口，改变了传统码头的形象，汉口从此向现代航运中心港演变。

1862 年 7 月拟定的《江汉关各国商船进出起下货物完纳税钞章程》规定：“凡大洋船、内江轮船只准在大江龟山头之北、

甘露寺之南停泊，离西岸在一里路之限内起卸货物。”
[14] 651

从前，汉口港重心在汉江两岸。江汉关章程制订后，轮船码头必须

修建在汉口沿长江岸边，港口重心随之转移（汉水入长江处的马王庙至今天六合路一带）。此后，该段水域沿岸相继兴建了众

多新式码头、趸船、堆栈货场和仓库。在此基础上，各航运公司大规模投入上海———汉口运力，开辟江海联运航线。除了轮

船公司修筑的码头外，外国洋行也修建专用轮船码头。如俄商顺丰洋行和阜昌洋行修建了专供茶叶出口的码头，德商美最时蛋

厂和瑞典瑞光蛋厂修建蛋厂码头。此外，1888 年江汉关建立洋药关栈，使汉口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有保税关栈的商埠。1901

年，江汉关监督批准建立汉口丹水池外商火油（煤油）池栈，汉口成为内地第一个有大规模储油（煤油）设施的商埠
[15] 140～155

。

至 20 世纪初，汉口港拥有大规模的新式港口基础设施、先进的码头港口和航道管理，是名副其实的内地第一大港，其通航

能力和港口吞吐量在长江流域仅次于上海。1889 年，各国船只进出汉口港总吨位 1080971 吨。1901 年增至 2678246 吨。贸易

总值与船只进出口总吨位的增长比翼齐飞，1892 年汉口贸易总值为 4850 万海关两，1901 年达到 8690 万两，增长了 79%。至

1911 年达到 1.34 亿两，又增长了 54%
[13] 33， 75

。

20 世纪初，京汉铁路逐段通车。《海关十年报告》的作者乐观地展望：“随着铁路与航运联网，汉口与世界的联系将会日

趋紧密，它的政治与商业地位也会随之得到加强。”
[13] 32

1910 年，轮船招商局第一次试办水路和铁路联合运输。京汉铁路使汉

口从长江航运中心港，开始向中部地区水陆综合运输枢纽升级。

（二）中部金融中心的崛起

通商口岸之间对于进出口贸易地位的竞争，除了比拚区位和交通优势外，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何处能提供更大规模更长期限

4 ①从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的调查（1905-1907），可以看到需求升级的趋势。“生活充裕”的本地人“宁可要价高质良也

不要质廉质次的”洋货。进口棉布、外国面粉、经过加工的西洋木料、花露水、香皂、牙粉和砂糖等等，都是质高者销路更好。

代替蜡烛、马灯的进口煤油也日益普及。洋货需求持续增长，销往腹地的洋货也越来越多。生产资料进口是新的亮点。因本地

工厂和京汉铁路需求，机器、五金、水泥和枕木的进口迅速增长。进口棉纱销往两湖、河南、江西和西南三省，轧花机的销路

扩展到沙市（水野幸吉著、武德庆译：《中国中部事情·汉口》第十章，“外国贸易”，武汉出版社 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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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支持。

19 世纪上半叶，山西票号是汉口金融业龙头，汉口也是长江中游直至西南地区的票号中心。本地钱庄多从票号融通资金。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汉口票号地位下降
[16]
。但票号仍是汉口金融业的重要力量，1881 年，各家票号在汉分号达 33 家。清末，

官款转由新设的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汇兑，票号由盛转衰。1908 年，因汉口“三怡”等大钱庄相继倒闭，汉口票号损失百万两

以上，从此走向没落。1911 年，汉口票号已减至 18 家
[17] 67

。

汉口开埠，给本地金融业带来了新的大金主，即洋行和外国银行。从 1845 年到 1894 年，共有 8 家外国银行在汉口开设分

行和代理处，在全国仅次于上海（23 家）、香港（14 家）和福州（9 家）。其中英资银行 7 家，法资银行 1 家。清末，又有

5 家外国银行和中外合办银行在汉口开设分支机构
[18]
。由于早期的外资银行只剩下汇丰和麦加利，1911 年时汉口共有 7 家外国

银行。加上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几家中资银行的分行，汉口成为仅次于上海和香港的银行业中心。

汉口开埠早期，外国洋行和银行都向中国商行和钱庄提供周转资金。到 19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对汉口中国商人的抵押贷

款“成为外国银行的一部份业务”，外国银行对中国钱庄直接拆放资金
[19]

。此后，“本地商人逐渐增强了对外国银行（主要是

汇丰银行）的信任，外国银行的业务大多限于向与茶叶和其它土特产出口有关的交易提供贷款”。越来越多的本地钱庄成为外

国银行的客户，愿意用外国银行汇票向上海汇款，并接受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
[13] 14， 54

。滨下武志认为：“从 19 世纪 80 年代后

半期开始，外国银行开始积极参与内地金融业务”，“上海与汉口之间的商品运输关系以及金融关系开始松散，汉口作为金融

市场开始拥有一定的独立性”
[20] 427

。

当时，银行和洋行大多通过买办向钱庄放款，钱庄为贸易活动提供融资。汉口钱庄最重要的业务是为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商

人提供信用便利，钱庄生意也随土货出口贸易而波动。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下降，一批大茶行破产，

大钱庄的数量由 1882 年以前的 40 家减少到 1891 年的 24 家。此后，出口土货品种增加，钱庄经营环境好转。至 1901 年，本

地大钱庄增至 29 家，另有 500 家小钱庄和现金兑换店
[13] 14， 54

。

20 世纪初，汉口钱庄进入黄金时代。1907 年，汉口商会成立。第 1 到第 8 届汉口商会董事在 250 人左右。其中大商号店

东 117 人，银行、钱庄、票号经理 99 人，洋行经理 15 人，工厂主仅 8 人
[21]

。可见当时汉口经济的核心力量是贸易商和（主

要为贸易融资的）金融业。

（三）口岸型工业化的初步发展

中国的近代工业，始于 10 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派创办的军工企业、外商在通商口岸开设的一些企业，以及个别民族资本企

业。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给予日资在华办企业的优惠便利，列强因片面最惠国待遇均享此条款，外资在华投资大兴。为保

利权，清政府开始鼓励工业投资。1898 年，总理衙门议定《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903 年，设商部（1906 年改称农工商部），

制订《奖励公司章程》，推进实业从此成为既定国策。两股力量并行，中国工业化进程正式展开。

晚清时期的新式工业，除了矿业和一些依赖当地原料供应的行业，如水泥、缫丝之类，大部分都在通商口岸及附近，可称

之为口岸型工业化模式
①5
。

汉口是中部最大的通商口岸和长江经济带两大枢纽之一，口岸型工业化的特色非常突出。“汉口作为一个商品聚散中心，

拥有其它城市不能比拟的自然优势，同时四周拱卫着丰富的煤、铁等资源以及其它工业必需的原料”
[13] 95

。此外，武汉三镇又有

5 ①以下列举的新式工厂，参考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 年），以及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

汉市志·工业志》之“综述·晚清的工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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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殊优势，即张之洞主政湖广期间，大力兴办新式工业。在汉阳开办的湖北铁政局（1890 年）和湖北枪炮局（1895 年），

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湖北银元局（1893 年）和铜币局（1902 年）造就了中部地区的铸币中心；武昌的湖北官布局、湖北官

纱局、缫丝局、制麻局，开近代纺织工业之端，是民国时期武昌纺织工业大发展的先导。1890 年到 1912 年，武汉官办各业新

式工厂共有 20 家
[22] 4

，是本地区工业化起飞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口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始于俄商砖茶厂。19 世纪 70 年代，俄商在羊楼洞的三家砖茶厂———顺丰、阜昌和新泰迁入汉

口，改用蒸汽机制茶。顺昌雇工常有八九百人，阜昌雇工常有 1300—2000 人，是当时汉口规模最大的工厂
[22] 2～3

。1893 年 8 月，

又开设第四家砖茶厂。几家工厂都装备了最先进的砖茶制作机，并有发电设备。1892—1901 年，通过海关出口的砖茶和小京砖

总值为 26415574 海关两
[13] 45

。

蛋品厂也是较早开办的外资出口加工企业。1887 年后，德国商行在汉口开设五家蛋粉厂，利用湖北的鸡鸭蛋为原料，使用

机器设备制造蛋粉和蛋液，出口到欧美，是全国最早的蛋品加工厂，出口量一度占全国 50%以上
[13] 43～44

。

此外，各种大宗出口土货往往需要在汉口加工包装。此类工厂颇多，皮革加工厂如汉口普润毛革厂、武昌制革厂、汉口制

革公司，包装业如美纶机器制造麻袋公司、使用新式大型水力机器的棉花打包厂、装备了芝麻除尘机的芝麻包装厂，有色金属

出口加工厂如杨子公司炼锑厂、东福炼锑厂、亚献公司化炼厂。再以大豆加工为例，此类工厂之设，为向日本出口豆饼，副产

品豆油可就地销售，兼具出口导向和传统产业升级的特点。1905 至 1906 年，日本日信洋行在汉阳和汉口连续开设两家油厂。

油厂也吸引了民族资本，如怡和洋行买办孙仲荫投资的武昌榨油厂、汉口的天盛榨油厂（1908 年）、汉口元丰豆粕制造厂（1905

年）。

形形色色的进口替代工业是投资热点，官办企业如汉阳铁厂、汉阳枪炮厂和湖北纱布丝麻四局，更多的是面向民生的外资

和民族资本开办的轻工业企业。

机制面粉厂和火柴厂等民生用品工业投资见效最快。外资面粉厂有英资汉口恒丰面粉厂（1905 年）、和丰面粉厂（1906 年），

日资的汉口东亚制粉株式会社（1907 年），荷兰资本的汉口金龙面粉厂（1905 年）
[23] 286

。中资面粉厂有瑞丰面粉厂（1905 年）、

大买办朱葆三和黄兰生投资的汉口汉丰面粉厂（1905 年）、裕龙面粉厂（1910 年）。和丰面粉厂投资十万元，每月纯利可达

7000 元，一年两个月可收回全部资本
[23] 373～374

。燮昌火柴厂汉口分厂（1897 年）是另一个新式企业赢利标本。该厂获十年专利

权，厘金局给予 1.3%的税率优惠。资本 20 万两，建厂第一年获利达 18 万两之多。生产的双狮牌火柴行销两湖，远至河南、四

川和陕西
[24]
。

烟厂是另一个赚快钱的行业。19 世纪 90 年代，外国制纸烟打开中国市场，“汉口纸烟销数颇巨”。1906 年，华商投资的

汉口福华烟公司和物华纸烟公司成立。1907 年，英美烟草公司汉口工厂（位于汉口德租界）建成，仅女工就有 5000 人之多。

汉口是重要的烟草出口口岸，也是华中进口香烟的重要市场和分销口岸，英美烟草公司的生意立刻兴旺发达起来，1910 年日产

量超过 800 万枝
[23] 212～216

。

进口洋杂货热销，说明进口替代工业大有可为，在许多行业掀起了兴建新式工厂的热潮。除上述行业外，还有建材行业的

武昌辉华玻璃厂（1904 年）、汉口玻璃厂，纺织行业的武昌制革厂（1903 年，官办）、湖北毡呢厂（1907 年，官商合办）、

汉口肇新印染公司（1907 年）、广生织业公司，五金行业的武昌湖北针钉厂（1909 年，官办）、汉阳钢丝厂（官办），化工

行业的武昌肥皂厂、汉口肥皂厂、光华洋烛厂、升新机器油漆公司等等。

使用新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更新传统产业也是新趋势。这类企业多由洋行引进，中国商人看到商机后跟进，如外商办的砖

瓦厂和锯木厂生意兴旺，于是中资机器制砖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共有汉口德源制砖厂、汉阳的湖北官砖厂等十几家。其他如

食品行业的汉口兆丰碾米厂（1907 年）、世丰机器碾米公司，纺织行业的华胜军服公司和华升昌布厂等十几家织布厂，造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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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行业的白沙造纸厂（1908 年，官办）、度支部汉口造纸厂（1910 年，生产钞票纸的大型企业）以及武昌印刷公司（1909 年，

官办）、中西报印刷厂等多家印刷公司，化工行业的汉口雄黄厂。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引入机器生产。

公共事业是投资大、回收稳定的现金流行业。1906 年建成的英资汉口电灯公司电厂将英、法、俄租界带入电灯时代。1907

年设立的美最时洋行电灯公司对德租界供电。1908 年，宋炜臣主持的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电厂建成，占当时全国民营电厂总装机

容量的三分之一。次年，该公司的宗关水厂供水，汉口成为全国首先使用自来水的城市之一
[24]
。

机器工业是衡量一个地区工业水平的标尺。行驶在本地水域的轮船日益增加，使用新式机器的工厂逐渐增多，机器修理、

配件仿造的需求自然不断增长，一批机器厂建立起来。其初创时期的工具设备往往简陋，此后进口先进设备，添置动力装置，

并仿制某些新式机器。这是近代中国机器工业发展的一条内生型道路。辛亥革命以前，本地先后开设十几家作坊起家的机器厂。

其中，周恒顺机器厂是近代武汉民族机器工业的领头羊。辛亥革命前，该厂已能仿制蒸汽机、榨油设备、制砖机、矿用抽水机、

矿井卷扬机、人工打包机，设计制造一艘蒸汽小火轮———顺风号，战胜英国竞争对手获得顺丰榨油厂全套蒸汽机驱动的榨油

设备订单
[25]

。近代中国机器工业的另一条发展道路是移植型，即投入大资本，直接引进先进的大型机器设备，如官办的京汉铁

路汉口机器厂。1907 年，投资 49 万元的汉口扬子机器厂建成。三年后，该公司已能完成铁壳船、拖轮和拖驳、铁路桥梁、岔

道及辙尖、钢铁结构工程和修理工程等大量定货。1911 年上半年，扩充了炼铁炉和钢梁厂的生产，引进一部煤气引擎、发电机

和煤气制造机[23] 675。至此，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机器工业中心。

上述各类企业，除了有些开办较早的出口加工企业，官办的铁厂、枪炮厂、铸币厂和纺织业四局，以及民族资本的燮昌火

柴厂、华胜军服公司之外，其他工厂几乎都是 1904 年以后创建的，覆盖了从食品、纺织、化工、建材、五金、造纸印刷、烟草、

电厂、水厂到机器制造的众多行业。统计 1895—1913 年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无锡、天津等城市历年设立的厂矿及资本，

武汉地区开办厂矿家数和资本金额
①6
排名第二

[23] 654
。新式工厂的扩散力和赢利前景正在产生滚雪球式的示范效应，预示着一个工

业化大城市的前景。

汉口开埠后，对外开放开启了武汉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各期海关十年报告的作者记载了本地经济的转型升级：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汉口是世界闻名的茶叶港。到 19 世纪末，进一步发展为“大的商业都会和迅速发展的贸易中心”。新式工业也

成了这个城市的新名片，“当旅行者接近汉口时，第一眼你就能看到林立的烟囱，它充分展示了一个工业城的面貌；在汉口和

武昌两岸你还能看到许多其它重要设施的标志”。到辛亥革命前夕，武汉“不仅是华中土产贸易的聚散点，而且还是一个重要

的工业中心”，是“人们普遍公认的东方芝加哥”
[13] 30， 43， 74，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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